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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 

——基于政策综合解释模型的分析

王 珊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持续推动着中国家庭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家庭教

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运用政策综合解释模型分析发现 ：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呈现从举办家长学校教

育家长到提供专业化指导服务家庭的路径演绎 ；政策工具设计具有权威工具、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

组合优化的特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可分为明确政府主体责任、不

断健全家校合育机制及全面建设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三个阶段。政府未来的家庭教育政策

行动还应进一步提升家庭的教育能力以支持家庭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推进我国家庭

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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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家庭教育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系统化，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也更加清晰和具体。 [1] 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家庭结构功能和文化规范遭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中，政府的政策行动充分发挥

了规范和引导家庭教育的作用，也演绎了从恢复、普及、发展到转型的制度路径变迁。 [2]《九十年代中

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被视为我国家庭教育政策工作重整旗鼓的标志。进入 21 世纪后颁布的《全

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直接确立了家庭教育在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地位。 [3]2015 年，教育部出台《教

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示要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更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构建优质均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绝不仅是简单地提供社会福利，而是提升弱势群体的意识自

觉和能动建构来不断获得家庭资本。 [4] 当下，“三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及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颁布，

使越来越多的“80 后”“90 后”父母陷入教育的“无力感”和深度的育儿焦虑中。对年轻父母群体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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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研究表明，“中年老母”迅速代替“辣妈”成为网络高频词，充分揭示出当下家庭育儿的艰辛及

新生代母职的不易。 [5] 学习如同“没有硝烟的战争”，让身处其中的孩子和父母心力交瘁。父母对“教

育内卷”的焦虑严重扭曲了家庭的教养观，而急功近利的育儿方式也直接导致亲子关系剑拔弩张。 [6] 继

2020 年新修订的《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颁布后，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更从法律义务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再次将家庭教育问题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教育政策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目的和任务、协调内外关系而规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 [7]

解释国家为何采取某种特定的政策行动和计划是政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家庭教育政策作为政府规范

和引导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对构建优质均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及提升现代家庭的教育能

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系统梳理 40 多年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揭示其内在的行动逻辑，将

有助于政策目标群体精准把握政策意图、实现凝聚社会共识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基于一种包摄性的政

策综合解释模型，在时空脉络中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落

实家庭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而且能使目标群体更好地把握未来政策行动的方向。

一、政策行动的综合解释模型

政策综合解释模型是一套包含着因果解释、意图解释和社会功能解释在内的综合性的政策分析框架。

它对政策行动的解释力图调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因果解释和由阐释理论衍生的意图解释之间的二

元对立。政策综合解释模型强调，对政策行动的解释不能简单机械地依据因果定律作出前因后果式的事

后回顾性解释。政策行动的逻辑是复杂的，因而还需要通过前瞻未来的解释模式对促使和诱发政策行动

的目标意图进行剖析 ；同样，它也需要从社会功能考虑出发将理性选择和功能模式纳入对政策行动的解

释中。 [8] 政策综合解释模型不仅为理解国家政策行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全面的框架，更体现了当前国

际公共政策制定中“以证据指导政策”的循证理念。 [9] 政策综合解释模型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和第

二层面由认知、目标和政策行动构成三角连动关系。政策行动虽然来自国家及其政府的特定意图，但其

行动的合理性同样离不开可靠信息和证据的支持。这是基于循证的政策行动精神所在，循证认知也是确

保政策实践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在该政策综合解释模型中，政策目标及其行动策略的制定都建立在

基于证据 / 信息的认知基础上。当然，政策行动也不会囿于特定意图或因果联系，它还离不开对一系列
“有利后果”的社会功能考量。因此，第三层面的功能解释又与第二层面的意图解释、因果解释有机结合，

它们共同构成对政策行动的综合解释。不仅如此，对于“有利后果”的社会功能考量必定会“嵌入”特

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时空脉络中。因此，通过持续、有规律的社会活动，政策行动逐渐制度化并

最终呈现为一系列有目的、有组织的国家制度安排（见图 1）。

图 1  政策综合解释模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剖析

依据上述政策综合解释模型的主张，任何政策行动和目标的制定都源于可靠信息和证据支持的认知。

政策文本是政策部门对政策目标群体进行治理的程序和工具。因此，政策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和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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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分析可为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解释和目标制定提供证据，进而能借助意图、因果和功能的三重综合解

释模型分析并揭示政策行动的逻辑。我国家庭教育政策文本可分为国务院妇儿工委制定的儿童发展规划

纲要、全国妇联联合相关部门制定的家庭教育工作五年规划，以及教育部等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家庭教

育政策文件三大类。 [10]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教育政策行动主要呈现如下的演绎路径和特点。

（一）从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家长转向指导家长和扶持家庭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国家人”退出和“市场人”出现

的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大量不良青少年问题使前期未能有效开展的家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

90 年代开始，国务院妇儿工委相继颁布了三个十年的儿童发展纲要。《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是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首次颁布的家庭教育政策，被视为政府开始主导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标志。 [11]

从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来看（图见 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的家庭教育工作核心是举

办“家长学校”，通过“教育”家长以使他们掌握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进入 21 世纪，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的家庭教育工作中心从一个变成两个，即“家长学校”和“一体

化”，明确提出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协同优势。政策话语从教育家长转向指导家长、支持家长参

与学校教育，家长从接受家庭教育知识的“被动者”转向具有与学校平等地位的“参与者”和“协同者”。

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中，政策重心又转向建设更为规范和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这部儿童发展纲要不仅体现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政策价值取向，而且突出“服务”中心，并将覆盖

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最终目标。从这三部儿童发展纲要的变迁不难发现，我国家庭教

育政策在提升家长参与、形成协同育人合力的同时，也着力凸显政府的主导责任，力图使家庭教育指导

成为政府提供、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产品。

图 2  儿童发展纲要语义网络分析图

《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二）家庭教育工作重心从提高家长受教育率转向提供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改革开放后，儿童教育与保护事业受到空前重视，家校合作也迈入党和国家主导推进的新阶段。 [12]

从《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1996 年）到《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

2020）》，全国妇联联合各部门制定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五个专门的家庭教育五年工作规划。通过

对这五个家庭教育工作规划的语义网络分析发现（见图 3），“九五”规划的核心还是提高家长的“受教育

率”，但“十五”以后的家庭教育工作逐渐转向为家庭提供“教育指导”和“服务”（注 ：限于篇幅，本

文只列出了“九五”“十五”和“十三五”的家庭教育五年规划语义网络分析图） 。“十五”“十一五”以

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为中心，“十二五”更加突出“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并要求形

成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十三五”则明确提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化”。

自“九五”规划明确政府主导推进家庭教育事业以来，“十五”提出建立健全家庭、社区和学校协调配合

机制，“十二五”再次强调探索“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而“十三五”则通过为城乡家庭提供专业化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将我国的家庭教育工作推进到规范机制和制度建设的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工作由保护、

教育儿童需要的政府推进迈入到由规范制度保障的家庭、学校、社会共育时代，完成了从“弱家庭教育—

强学校教育”向“家校协同—共同育人”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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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规划语义网络分析图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6—2020）》

（三）家庭教育政策注重权威工具与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的组合使用

政策工具是政府在部署和实施政策时期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它被视为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

政策行动的重要路径和机制。 [13] 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用规则来支配个人或机构行为的权

威工具 ；二是用回报来诱导人们遵从政策意图的激励工具 ；三是象征和劝诫工具，其认为只要使政策目

标群体相信被要求的行动与其信念是一致的，他们就会采取政策所期待的行动 ；四是通过组织结构变革

来应对现有组织对环境变化反应失灵的系统变革工具；五是能力建设工具和学习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认为，

政策目标群体一旦被正确告知并拥有必要的资源，他们就会产生政策期待的行动。学习工具在本质上是

一种过程性工具，它通过提升政策目标群体的学习能力来促进其采取政策期待的行动。由于学习工具通

常不体现在政策文本中，一般认为只要在政策中提出学习导向和要求即可视为学习即将发生，因而通常

将学习工具与能力建设工具合并。 [14] 依据上述五种政策工具对改革开放以来的 17 部重要家庭教育政策文

本进行编码，共得到 425 条编码。通过频次统计发现，我国家庭教育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由高到

低依次为权威工具（38%）、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30%）、象征与劝诫工具（24%）、激励工具（7%）、系

统变革工具（1%）。我国家庭教育政策大量使用了强制性色彩较为浓厚的权威工具，同时也充分运用了能

力建设和学习工具。权威工具依靠命令规则的使用来达到政策服从的预期效果，缺乏与政策对象的对话

和共同构建。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虽然时间长、见效慢、政策成本风险较高，但它能提升政策目标群体

的学习能力，并为他们的政策行动提供充分的资源信息，从而达到凝聚共识以提升政策行动效益的目的。

因此，权威工具与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的优化组合往往能相得益彰。20 世纪 90 年代，家庭教育政策中大

量使用了举办家长学校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长受教育率的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进入 21 世纪后，《全

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2004 年）、《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0 年）也使用了包括家庭教育指

导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在内的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2015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还使用了研制指导手册、启动家校共育机制实践试点等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随着近年来家校合作实施

力度的提升，权威工具与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组合使用带来的政策效益将会更加显著。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

（一）1978—2000 年 ：明确政府作为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与“家”的力量结合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治理，从而呈现“国强—社会弱—

家强”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使个体纷纷从家庭中脱离而嵌入集体体系。

在家庭与“单位”和“公社”捆绑的国家生活资源配置制度下，新中国对传统家庭的改造是以让个体为

整个国家的社会理念奋斗为前提所作出的制度路径选择。但是，国家对家庭的改造又受实际福利支持能

力的限制，无力为全体国民提供相对全面的福利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单位制度解体，中国社

会的家庭政策开始以“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不断强调

家庭重要性的同时，开始逐渐减少对家庭生活的直接干预，并由此形成一套并不完备的家庭政策体系。 [15]

在工具主义的导向下，国家和个人关系中的种种压力及矛盾都转移给了家庭，家庭被迫要消化大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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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成本。 [16] 但大多数中国家庭并不具备与现代家庭相应的教育能力，广大家长缺少科学的育儿知识和

教育方法。据调查数据显示，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是世界上青少年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文化大革命”

期间青少年犯罪开始增多，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 60% 左右。但到了 90 年代后，青少年犯罪人数激增至“文

化大革命”期间的 10 倍。 [17] 面对青少年道德失范及家长亲职教育知识匮乏的社会现状，政府重新承担起

为家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角色。从 80 年代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 年）等明确规定了家庭在保障儿童受教育与保护方面的基本权益，《九十

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等围绕儿童权利和儿童发展问题开始主

张大力举办多元化的家长学校。教育家长、提高家长受教育率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家庭教育工作的重心。此

时的家庭教育政策行动逻辑表明，在“国家—家庭—个人”结构链条中，面对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的压力，

政府力图通过家庭教育政策的实施再次明确作为公共服务“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角色。90 年代至 20 世纪

末的家庭教育政策行动正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教育公共诉求的积极回应，它是我国政府对改革开放

初期市场介入、分配方式变化、公共服务产业化等给家庭带来巨大冲击的缓释和政策行动上的扶持。

（二）2001—2010 年 ：不断完善家校合育的制度建设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 10 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 GDP 的飙升和私人财富的迅速增长。对中国

的青少年而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带来的却不一定是积极进取的人生，反而是对金钱至上的狂热。年

长一代是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伦理固守者，而年轻一代则是消费主义的拥趸和代言人。 [18] 居住面积增

大、电脑普及、网络便捷在为孩子提供优越学习条件的同时，亲子沟通空间却不断压缩。同时，内嵌于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家庭也经历着人口与家庭的双重变迁。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

国家庭内部结构逐渐演变成由父母和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整体上也呈现出与祖辈分而不离的居住形

式。但现代核心家庭不仅是指居住模式，更包括一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中国家庭虽然变

小，却并不意味着“核心化”，因为其家庭功能的完成仍需要亲属网络的参与，所以是有其“形”而欠其
“实”。 [19] 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磨砺妥协中，隔代养育、原生家庭等引发的矛盾冲突使独生子女

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的政策下，家庭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但其所承

担的教育责任却又越来越重，教育投入的风险越来越高。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多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

望子成龙的家长对子女的过高期望和急功近利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断激化亲子矛盾，导致青少年儿童厌学、

逆反、心理问题增多。家庭本应是对子女进行道德人格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此时的中国家庭教育几乎沦

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和部分学校功能的衍生，而且这部分功能主要集中在知识的学习上。正因如此，全国

家庭教育工作“十五”“十一五”规划均要求建立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家校合作的工作重心

也从上个阶段的教育家长，转向通过规范机制建设促进家长参与、发挥家长在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系统观念指导下完善家校合作机制和制度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

（三）2011—2020 年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普惠性

在经历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和 21 世纪社会的巨大变革后，“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带来教育系统的

全方位转变。思想道德教育绝非学校教育能独立开展的知识教育，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但长期以来，我国家庭政策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即将重点放在问题家庭和那些失去

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上，缺乏对正常家庭的普遍支持。强化政府在家庭这个私域的公共服务功能，

建立公共服务支持系统并设计合适的“家庭友好型”“家庭发展型”公共政策呼声高涨。 [20] 家庭教育公

共服务的对象既包括正常儿童，也包括困境儿童。普通正常家庭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同样面临照顾子女的

压力及育儿指导能力的不足，“补缺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所有家庭的教育指导需求。政府和市场是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两大供给主体。但从已有调查结果来看，商业性培训机构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脱离儿童身

心发展，不仅挤占大量课余时间，而且其内容主要局限在文化培训和特长发展方面 ；政府提供的家庭教

育服务只能满足一些特殊家庭的初级需求，而且覆盖面狭窄。 [21] 因此，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在《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中，

明确指出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城乡公共服务中的重要性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

2015）》提出让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

2020）》更明确了到 2020 年初步形成与城乡发展相适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目标。这一时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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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表明，使家庭教育指导成为是由政府提供、面向所有家庭、惠及全民的公共服

务产品，已成为新时期政府基于家庭功能发展及需要为家庭提供的实质性支持和帮助。

四、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展望

政策综合解释模型强调，任何政策行动总是内嵌于所处时空的社会脉络中。如图 4 所示，改革开放

初期面临青少年道德失范，我国政府提出了举办家长学校教育家长的政策主张。随着独生子女教育问题

日益严峻，我国政府大力倡导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一体化，全面推进家校共育的制度化建设。进入

2011 年后，面对家庭教育服务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我国政府坚持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着力构

建覆盖城乡、优质均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如今，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及义务教育“双减”

政策的颁布，教育竞争的加剧使新生代父母深陷育儿焦虑。因此，通过“家校社”有机联动形成支持性

社群，以促进更多家庭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本、提升城乡家庭的教育能力、实现家庭教育的现代化正在

成为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

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学校教育现代化、家庭教育现代化和社会教育现代化三个方面。

家庭教育现代化建设已成为未来家庭发展乃至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22]

图 4  嵌入时空脉络的家庭教育政策行动逻辑

在家庭政策体系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构建现代家庭功能、提升现代家庭发展能力的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政策行动应逐步淡化“病理学式”的选择主义思路。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政策要避免

陷入应急干预和查漏补缺的模式。因为，这种“工具主义”性质的家庭教育政策是难以兼顾现代家庭的

多元利益及满足家长多样化需求。在“现代家庭建设”理念指导下，以家庭整体作为家庭教育政策的对

象，并以满足现代家庭的发展需求和投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进行整体性治理才是政策行动的路径

和思路。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提升家庭教育能力，才能促进现代家庭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在家庭教育

政策中还应进一步丰富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的设计安排，增加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从政策工具设

计的视角，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主要采用的是权威工具。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建设应是家庭教育立法的直接目的，因为家庭教育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家庭教育能力现

代化的基础上。 [23] 而要提升家庭教育的能力，就离不开更多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的政策组合和优化。大

力发展家长学校教育家长，虽然能为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知识，但静态的知识未必一定能转化为教育的

能力。在促进静态家庭教育知识转化为家庭教育能力方面，可借鉴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些亲职教育项目，

如澳大利亚的“积极教养项目”、美国的“以循证干预为方法的亲职教育项目”，等等。因为，这类项目

基本都是在日常教养实践中帮助父母运用教育知识，进而实现父母教养能力的提升和整个家庭教养观念

的更新。展望我国今后的家庭教育政策行动，既要增强公立校外教育机构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的组织保障，

还要大力开发和设计这类以家庭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亲职教育项目。政府政策行动只有为家庭提供充分、

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教育资源，才能实质性地提升家庭获得高质量教育资本的能力，最终实现我国城乡家

庭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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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Logic of Family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alysi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Policy Interpretation Model

Wang Sh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hanges of Chinese families a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policies. The study posed a comprehensive policy interpretation model, then it found that 
emphasis of the family polices are transformed from the holding parent schools to educate parents to serve 
parents by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through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policy network. The policy 
instruments also combined authority and capacity construction. The action logic of family education policies 
included three phases that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home-school co-breed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family education policy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improving capacity of family and moderniz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Family Education Policy; Action Logic;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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